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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各向异性的复杂流动在工程中广泛存在，且在中低雷诺数下还会存在转捩现象。处理各向异性复杂流动

需采用基于雷诺应力各向异性的湍流模型，然而这些模型均是基于完全湍流假设而建立，不具备预测转捩的能

力。近年来新发展的几种各向异性框架下的转捩模型又具有鲁棒性差及使用不便等缺点。为此，本文将 γ转捩

模型与 ASST（Anisotropic Shear Stress Transport, ASST）湍流模型相结合，提出了 ASST-γ转捩模型，以有效应对

复杂流场中的转捩现象。为综合评估 ASST-γ对转捩的预测能力，本文针对旁路转捩、自然转捩及分离诱导转捩

三种主要转捩类型，分别选取经典的转捩算例进行了数值计算。结果表明：ASST-γ模型对三类转捩的数值计算

结果均与试验结果吻合度较高，尤其在分离诱导转捩中的预测精度优于传统 SST-γ模型；ASST-γ模型具备预测

三类转捩的能力，有望解决复杂流场中的转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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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sotropic  complex  flows  are  prevalent  in  various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with  transition
phenomena  occurring  at  low to  moderate  Reynolds  numbers.  Turbulence  models  based  on  Reynolds  stress
anisotropy are employed to handle these anisotropic complex flows. However, such models are based on fully
developed  turbulence  assumption  and  lack  the  capability  to  predict  transition  phenomena.  In  recent  times,
these  models  are  modified  with  transition  models,  which  still  exhibit  poor  robustness  and  practical
inconvenience.  To  address  this,  this  paper  combines  γ  transition  model  with  the  SST  turbulence  model,
forming  the  ASST-γ  transition  model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transition  phenomena  in  complex  flow
field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the  ASST-γ  model  for  transition,  classical
transition  cases  are  numerically  calculated  for  three  main  types  of  transition:  bypass  transition,  natural
transition, and separation-induced trans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s of the ASST-
γ model  for  the  three  types  of  transition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particular,  it
demonstrates better predictive accuracy for the type of separation-induced transition compared to the SST-γ
model. ASST-γ model is capable of predicting these three types of transitions, offering a promising solu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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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issues in complex flow fields.
Key words: Reynolds stress anisotropy; turbulence model; transition model 

0  引　言

各向异性流动广泛存在于工程实际，如在围壳与艇体结合处形成的马蹄涡、管道流中在弯管处形

成的迪恩涡及压缩机中的强烈二次流等。这些流动具有复杂的流动结构及不平衡性，对振动噪声、对

流换热及能耗等工程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1]。

k−ω

k−ω

雷诺平均方法（Reynolds Averaged Navier Stokes, RANS）具备稳定性好、计算成本低的优点[2]，普遍

应用于工程实际。针对上述各向异性流动问题，需采用考虑雷诺应力各向异性特性的湍流模型。目前

处理各向异性复杂流动的方法包括雷诺应力模型（Reynolds Stress Model, RSM）、显式代数雷诺应力模

型 （Explicit  Algebraic  Reynolds  Stress  Model,  EARSM）及非线性涡流粘度模型 （Non–Linear  Eddy
Viscosity Model, NLEVM）三类主要方法[3]。RSM方法[4] 是对 6个雷诺应力输运方程直接求解，存在求

解难度高、计算量大的问题，限制了 RSM在工程中的应用范围。EARSM方法[5] 是对雷诺应力张量的

显式表达模型，由隐式代数雷诺应力模型（Implicit Algebraic Reynolds Stress Model, IARSM）延伸而来，

虽然发展了多种 EARSM[3, 6]，但大多都存在着鲁棒性差的问题，在工程上也很难广泛使用。NLEVM的

基本思想是在涡粘模型框架内，通过增加非线性项的方式来表征雷诺应力的各向异性特性，因此

NLEVM的表达式相对简单，极大提高了求解速度和稳定性 [7–8]。ASST（Anisotropic  Shear  Stress
Transport）模型是 Vitillo等[9–10] 提出的基于 SST  模型的一种 NLEVM，很好地再现了槽道流、方形

截面管道流及 90°弯管流中的各向异性复杂涡流，且在求解鲁棒性和表达式复杂程度方面与 SST
模型接近，在处理各向异性复杂流动方面表现出了巨大潜力。

ω

ω ω

ω

在中低雷诺数下，流动过程中常伴有转捩现象的发生。然而，传统各向异性特性的湍流模型均基

于完全湍流假设，并不能准确模拟层流–湍流转捩过程，很难反映真实的流动情况[11–12]。鉴于此，近年来

相关学者提出了在传统各向异性湍流模型中加入转捩修正，以同时处理流动的各向异性及层流–湍流转

捩。Nie等 [13] 将 RSM方法中的 SSG/LRR– 模型与 γ–Reθ 转捩模型结合，提出了 γ–Reθ RSM模型。

Pisharoti等[14] 将 SSG/LRR– 模型与 γ转捩模型进行结合，并对雷诺应力输送方程的生成项和 输送方

程进行修改，提出了 SSG/LRR– –γ模型。Holman等[15] 提出了一种 EARSM与旁路转捩代数模型耦合

模型。Louda等[16] 讨论了三种基于间歇因子的转捩模型，并将之应用于 EARSM，提出了 EARSM transition
模型。然而，上述模型同样继承了 RSM、EARSM方法的缺陷，当结合转捩模型后，微分方程最多可达

9个，大幅提高了计算的难度，难以普及应用。NLEVM并不存在这些缺陷，因此基于 NLEVM进行转

捩修正，是有望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姚冉[17] 采用修改方程源

项的方式，对一种 NLEVM模型进行了转捩扩展，但其仅对比分析了不同湍流度下的平板转捩数值模

拟结果，且计算效果不佳。

为此，本文选取 NLEVM中的 ASST模型，并将其与 γ转捩模型相结合，构建基于雷诺应力各向异

性框架的 ASST–γ模型，并将其植入自研 CFD软件 NUWA: FLOWUV，以应对同时处理各向异性流动及

层流–湍流转捩问题的迫切工程需求。为评估 ASST–γ模型对转捩问题的适用性，本文对旁路转捩、自

然转捩及分离诱导转捩三类主要转捩现象分别选取验证算例，并与传统 SST–γ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1  ASST–γ 转捩模型

k−ωASST模型[9] 是一种 NLEVM模型，其对传统 SST  湍流模型[18] 的雷诺应力加入了非线性项，

具有处理湍流各向异性特性的能力，其雷诺应力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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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和 代表平均流的无因次应变率和涡量张量， 为 Kolmogorov限制器的

湍流时间尺度， 为标定参数。

为扩展该模型的转捩性能，引入 Langtry和 Menter[19] 提出的 γ转捩模型，并对 ASST模型的湍动能

方程及比耗散率方程进行修改，得到 ASST–γ转捩模型。该模型的湍流方程表示如下

Dρk
Dt
= γPk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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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式中： 为湍动能方程生成项； 为方程附加项，用来确保在

任意低湍流强度水平下，在转捩点仍可以生成湍动能 k。
γ转捩模型方程表示如下

Dργ
Dt
= Pγ −Eγ +

∂

∂x j

[(
µ +
µt

σγ

)
∂γ

∂x j

]
(5)

式中：Pγ、Eγ 等参数采用了文献[19]中相同的表达式，在此不再赘述。 

2  算例评估
 

2.1 T3A、T3B 旁路转捩

根据欧洲流动、湍流和燃烧协会的 T3系列平板转捩试验[20]，对 ASST–γ模型进行旁路转捩预测性

能评估，本节选用零压力梯度下的 T3A及 T3B作为测试算例。T3A及 T3B算例的几何模型相同，但是

来流条件存在差异，其计算参数如表 1所示，其中 U代表来流速度，Tu代表来流湍流度，RT 代表粘性比。
  

表 1  平板计算参数

Tab.1  Calculation parameters of the flat plate
 

Case U /(m·s−1) Tu /% RT
T3A 5.4 3.0 10
T3B 9.4 6.0 100

 

本文设置 T3系列的计算域长 3 m，高 1 m，设置的网格首层 y+＜1，平板流向网格数目 N＞100[21]，
图 1为网格示意图。图 2为 T3A、T3B平板自由来流湍流强度随流向分布曲线，湍流分布与试验结果

吻合很好，这说明本文的流场设置与试验条件接近。图 3、图 4为不同湍流模型对 T3A、T3B平板摩擦

力系数 Cf 的预测结果与试验值对比图，图中曲线上升的起始点即为转捩点，曲线停止上升的点即为转

捩完成点，二者中间区域即为转捩区域。由图 3可知，对于 T3A平板，SST–γ模型与 ASST–γ模型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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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准地捕捉到转捩开始位置，而 ASST模型由于来流是完全发展湍流，无法预测转捩现象。由图 4可

知，对于 T3B平板，SST–γ模型与 ASST–γ模型预测出了 T3B平板的旁路转捩现象，而 ASST–γ模型准

确地抓取了转捩完成位置，预测出了较为准确的转捩区长度，而 SST–γ模型并未能够准确捕捉到转捩

完成位置。ASST–γ模型预测的 Cf 曲线在转捩区的“下潜深度”不足，与试验仍有差距，这点与

SST–γ转捩模型的表现一致[22]。综合看来，ASST–γ模型具备对旁路转捩的预测能力，且在 T3B平板上

预测精度高于 SST–γ转捩模型。 

2.2 T3A-自然转捩

在湍流度较低（Tu＜1%），并超出临界雷诺数时，会生成 Tollmien–Schlichting波（T–S波），T–S波使

层流边界层逐渐失稳，最终发生转捩，该转捩称为自然转捩。本节以 T3A–作为自然转捩测试算例，其

计算参数如表 2所示，其中 U代表来流速度，Tu代表来流湍流度，RT 代表粘性比。

图 5及图 6分别为 T3A–算例的湍流度沿流向分布及摩擦力系数分布。由图 5可知，不同模型计

算的流场湍流分布与试验值吻合度较高。由图 6可知，ASST–γ模型模拟出了自然转捩现象，且对转捩

点及转捩点之前的 Cf 分布预测与试验吻合很好，与 SST–γ模型结果相近，而 ASST模型则无法模拟出

该转捩现象。 

 

Y
Z X

 

图 1  计算网格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grid

 

表 2  平板计算参数

Tab.2  Calculation parameters of the flat plate
 

Case U /(m·s−1) Tu /% RT
T3A- 19.8 0.9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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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湍流度分布情况

Fig.2  Distribution of turbulence intensity

 

0.010

0.008

0.006

0.004

0.002

0
0 1 2 3 4 5 6

Rex ×105

C
f

EXP
ASST
SST-γ
ASST-γ

 

图 3  T3A表面摩擦力系数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skin friction coefficient for T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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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3B表面摩擦力系数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skin friction coefficient for T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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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 翼型分离诱导转捩

攻角为 13.3°的 A翼型上表面存在典型的分离诱导转捩现象，ONERA[23] 利用 F1、F2风洞对此进

行了试验研究。本节以 A翼型作为分离诱导转

捩测试算例，采用与 ONERA试验条件一致的计

算工况，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其工况如表 3
所示。图 7为计算域示意图，坐标原点位于翼型

前缘点，（x，y，z）为笛卡尔坐标系，（ξ，η，ζ）为曲线

坐标系，ξ沿壁面切线方向，η垂直壁面方向，z与 ζ方向一致，垂直于计算域纵剖面。速度入口距离坐标

原点 10c，压力出口距离坐标原点 20c，上、下边界距离坐标原点 10c，其中 c为 A翼型的弦长。边界层

首层 y+取 0.5，网格增长率取 1.1，对翼型首部及尾部进行网格加密，网格总量达到 300万，网格纵剖面图

如图 8所示。

图 9为 A翼型表面压力系数 Cp 分布。可以看出，ASST模型由于基于全湍流假设，无法预测出

A翼型在 x/c=0.12附近处的“压力凸起”，而且上表面压力系数略低于 ASST–γ模型。ASST–γ模型在

x/c=0.12处有效预测出了分离诱导转捩引起的“压力凸起”，凸起长度与试验值吻合度很高，SST–γ模型

与 ASST–γ模型预测的 Cp 分布结果接近。

摩擦力系数 Cf 分布曲线可以直接反映出分离诱导转捩现象：分离泡的出现使其附近出现与流向相

反的回流，从而引起负摩擦力系数，负摩擦力系数出现和结束的位置分别对应着层流分离和湍流再附着

位置。图 10为不同湍流模型模拟 A翼型上表面摩擦力系数 Cf 分布，其中蓝色实线为 LES结果[24]。可

以看出，ASST–γ模型在 x/c=0.12附近预测出负摩擦力系数区域，意味着在该位置出现了分离诱导转捩

引起的分离泡，与 LES结果高度吻合。在分离诱导转捩完成后流体再附于壁面，会引起较大的剪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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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湍流度分布情况

Fig.5  Distribution of turbulence intensity

 

0.010

0.008

0.006

0.004

0.002

0
0 0.5 1.0 1.5 2.0 2.5 3.0

Rex ×106

C
f

EXP
ASST
SST-γ
ASST-γ

 

图 6  T3A–表面摩擦力系数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skin friction coefficient for T3A–

 

表 3  A 翼型计算工况

Tab.3  Calculation conditions for A airfoil
 

U /(m·s−1) Re 攻角 /° Tu /% RT

51 2.1×106 13.3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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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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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计算域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图 8  网格示意图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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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Cf 曲线会出现峰值。由图可知，ASST–γ模型有效地预测出了曲线峰值，且预测的峰值比 SST–γ模
型更接近 F1试验值。流动在尾部由于强大的逆压梯度会出现湍流分离，湍流分离位置结果如表 4所

示，相对于 ASST模型和 SST–γ模型，ASST–γ转捩模型预测的湍流分离位置更接近 F1试验值的结

果。表 4还列举了不同湍流模型计算的阻力系数 Cd 和升力系数 Cl，ASST–γ转捩模型相比 ASST模型

和 SST–γ模型具有更高的精度，这说明基于雷诺应力各向异性修正的 ASST–γ转捩模型有利于提升对

翼型绕流水动力性能的计算精度。

  

表 4  各模型尾部分离点位置

Tab.4  Location of the tailing-edge separation for each model
 

湍流模型 F1 EXP ASST SST-γ ASST-γ
分离点 0.95c 0.87c 0.93c 0.96c
Cd 0.204 0.270 0.176 0.180
Cl 1.560 1.478 1.588 1.581

 

图 11为翼型上表面不同站位处的流向速度分布，左侧图从左至右分别代表为 x/c=0.1、0.15、0.2站

位处的速度曲线，右侧图从左至右分别代表 x/c=0.3、0.5站位处的速度曲线，其中 η–η0 代表垂直壁面的

高度。可以看出，ASST模型无法准确预测分离诱导转捩前后的速度流场，预测结果偏小，ASST–γ转捩

模型可以预测出转捩前后准确的速度分布，与试验值、LES值吻合很好，并且与 SST–γ转捩模型预测精

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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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速度曲线

Fig.11  Streamwise velocity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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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压力系数分布图

Fig.9  Distribution of pressure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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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上表面摩擦力系数分布图

Fig.10  Friction coefficient on the upper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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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ms/U =
√

u′u′/U图 12为翼型上表面不同站位处的雷诺应力，其中 ，左侧图从左至右分别代表

为 x/c=0.1、0.15、0.2站位处的雷诺应力，右侧图从左至右分别代表 x/c=0.3、0.5站位处的雷诺应力，坐

标采用局部坐标系，x方向为当地流向方向，y方向垂直翼型壁面，y0 代表壁面的起始位置。由图可知，

ASST–γ在几个站位预测的结果外形上均与 LES结果相吻合，仅在局部如 x/c=0.15、0.2站位处靠近

0点的附近与 LES结果有一定的偏差。然而，SST–γ模型在各个站位的预测精度均低于 ASST–γ模型，

尤其是在 x/c=0.3、0.5站位，这主要是因为分离诱导转捩附近的流场不稳定，各向异性特征明显，

SST–γ模型难以处理该流动现象，而 ASST–γ模型弥补了 SST–γ模型中雷诺应力线性简化的缺陷，可以

更为准确地预测雷诺应力分布。ASST模型在几个站位的计算结果均与 LES/试验偏差较大。特别地，

在 x/c=0.1站位，ASST模型预测出了突出的雷诺应力，而在该位置实际处于层流状态，并无雷诺应力，

这说明基于完全湍流假设的 ASST模型是无法预测层流的。可见，ASST–γ转捩模型可以预测分离诱导

转捩，且预测精度比 SST–γ模型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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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雷诺应力曲线

Fig.12  Streamwise Reynolds normal stress profiles
  

3  结　论

本文将 γ转捩模型与 ASST湍流模型结合，提出了基于雷诺应力各向异性框架的 ASST–γ转捩模

型，并选取了 T3A、T3B、T3A–及 A翼型绕流四个标准算例，对旁路转捩、自然转捩及分离诱导转捩三

类主要转捩进行了数值计算验证，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ASST–γ转捩模型可以准确预测出 T3A、T3B、T3A–平板存在的转捩现象及转捩位置。特别

地，在 T3B平板中，ASST–γ模型比 SST–γ模型更为精准地捕捉到了转捩完成的位置。

（2） ASST–γ转捩模型可以精准模拟出 A翼型绕流算例中的分离泡及分离诱导转捩现象，预测精

度相对于 SST–γ转捩模型得到了显著提升。

综上，本文提出的 ASST–γ转捩模型对旁路转捩、自然转捩及分离诱导转捩三类转捩均具有出色

的模拟能力，且在平板流及 A翼型算例中预测精度比传统 SST–γ转捩模型有所提升，尤其在分离诱导

转捩下精度明显优于传统 SST–γ转捩模型，将来有望处理各向异性流中的转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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